
书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中国前夕，是中国思想史上一

部极重要的学术巨著。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所起的历史作

用不可忽视。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著作，它是先

秦思想文化的一次系统整理、汇集和总结，这一点人们容易

看得清楚。但不要忽略了，它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的同时，更着

重于通古鉴今，规划未来的社会生活，眼光是向前看的。就学

术思想的演变而言，它开启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直接推动

了汉代哲学的发展。这部书在政治上提出的若干封建治国原则，

对于汉代也有重大影响。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吕氏春秋》

自吕不韦政治失败后，在漫长的时期里并未获得它应有的声誉。

在秦始皇专政时期，它当然要受到冷落。但秦王朝覆灭后，它

的名誉也没有立即恢复。汉代及其以后，虽不乏赞辞，但自《汉

艺文志》把它著录于杂家后，它一向不被看成一家之言。

在反秦空气影响下，一些学者从《吕氏春秋》书中大量吸收思想

营养，却忌讳标明这种思想渊源，避免提到吕不韦的名字。自古

及今，许多史学家肯定过该书的史料价值，但一讲到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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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氏春秋》的史料考辨问题

而

“杂”，进而斥之为“折中调和”

往往把它看成漫衍无所归心的学术支流，不予重视；或者以其

都没有给予《吕氏春秋》

以科学的说明和评价。这种情况，近些年来开始改变，不少学

者出来重新评价《吕氏春秋》，这是值得欢迎的。科学研究的

任务是求真，笔者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革除种种偏见，从实

存的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综合，还《吕氏春秋》以本来的历史面

目和历史地位。

但关于该书的写作年代、作者

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其史料的真实性，学术界无太

大争议，也就是说它不是伪书

情况以及书中三大部分的先后顺序，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需

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据清学者孙星衍考

先说年代。《序意》篇记载吕门学者向吕不韦请示十二纪

的问题，其时“维秦八年，岁在涒滩，”

证， 秦八年”是从秦庄襄王灭周的第二年算起，到秦始皇六

年，而不是指秦始皇八年，因为秦始皇八年是壬戌，不是申年，

涒滩”应是申年，恰当始皇六年 。据此，《吕氏春秋

应成书于公元前 年。其时秦王政约十八岁，欲亲政而未能，

以吕不韦为相邦，尊称仲父，封吕为文信侯，秦国大政掌握在

吕不韦手中。吕门客士云集，多者达三千人。吕不韦拥有雄厚

年版。①　　引自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文学古籍刊行社，

太阴考》。

以下引《吕氏春秋》原文、注文及附考文，皆据此书。

见孙星衍《问字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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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夺爵（参看《史记

的势力、众多的人才，并以辅佐帝业的功臣自居，因此，他才有

魄力、有条件组织一大批学者，去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

司马迁对于《吕氏春秋》成书的大致年代，在《史记》中

讲述甚清。可是明朝方孝孺却无端指责司马迁有误言，说：“太

史公以为不韦徙蜀，乃作《吕览》。夫不韦以见疑去国，岁余

即饮酖死，何有宾客，何暇著书哉？”断言“太史公之言误

也。”（见《吕氏春秋 附考》）。这种批评是不值一驳的，

实际上不是太史公言误，而是方孝孺眼误。司马迁在《太史公

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明明讲的是“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方孝孺将“世传”改为“乃作”，两字之差其失千里。司

马迁说的是，由于吕不韦远贬西蜀并导致自杀，得到人们同情，

《吕览》因而广泛流传于世。显然，这里讲的是该书传播的时

间而非成书时间，它与《吕不韦列传》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

司马迁所说的“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也不是两

篇成书的时间。

安死》篇“以耳目所闻见，

近人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卷二）（台湾学生书局

年再版），书中根据《吕氏春秋

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

皆故国矣”，认为“这分明是秦政二十六年以后所写的”，断

言“《吕氏春秋》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至

秦政统一天下之后”（第五十四页）。我认为，这一见解颇新颖，

但证据孤单，很难成立。吕不韦为秦王政赶下台并自杀之后，

其门下客失去庇护，已作鸟兽散。暗中为其送葬者，或被逐迁，

秦始皇本纪》），其余慑于秦王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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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为齐攻占。这三国皆

年，东周

惟恐受到株连，避祸犹且不及，何暇去补缀《吕氏春秋》？即

或有个别忠诚者将其书续补而成，有何魔力将此新出之书流布

开去，以至于取代了曾悬于咸阳市门并广泛流传于世的原书？我

们只要不拘泥于个别词句而通观全书，就会发现，《吕氏春秋》

凡讲到当时现实的地方，都反映了秦统一六国前夕的社会状况，

正象《振乱》、《谨听》等篇所描述的那样，周室既灭，而天

子已绝；兵革未息，世主恣行。按：西周君亡于前

君亡于前

年曾为燕国乐毅攻破，荆于前

年，秦王政尚未称皇帝，故无天子，这正是战国接

近尾声时的情景。未看到有描写秦统一天下后的社会状况之处。

那末上述《安死》篇的那几句话应如何理解？毕沅已指出，其

中有讹误。他在“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下注道：

“《续志》注作‘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原句不顺，经此

校注方才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安死》篇对于当时列国的

状况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尝亡”之国，如齐、荆、燕；一类

是“已亡”之国如宋、中山；一类是“失其故国”之国，如韩、赵、

魏。按：齐国于前 年、前

年曾两次战败迁都，燕国于前

故曰“尝亡”。宋国于前 年为

曾丧失都城，可以说在历史上曾亡过国，但后来又败而复立，

年为齐国所灭，中山国于前

年长平之

年马陵之战后衰落，韩国则多次为秦兵

赵国所灭，皆亡而不复，故曰“已亡”。赵国在前

战后衰落，魏国在前

失其故国”，“故国”者原有强国之

所败，时而附于楚，时而依于秦，已不能独立自存。总之，赵、

魏、韩三国虽未失都城，但国力渐衰，已不复有战国初、中期

那样强盛的光景，故曰

年左右编写《吕氏春秋》谓也，故国虽失而今国仍在。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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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咸阳市门的《吕氏春秋

的人，完全可以用上述口气讲话。

春秋校释 《十二纪》确系成于

陈奇猷在《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吕氏

附录》）中提出一种看法：

吕不韦传》所说，《吕氏春秋

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

这样既可以证明司马迁说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没有

错，又与《史记 成书后，吕

不韦曾把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

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记载不发生矛盾。按陈先生的说法，

就只有《十二纪》，不包括《八

览》、《六论》。我认为这一说法漏洞太多，难为人们接受。

首先，陈先生强调“司马迁是良史之材，所著的《史记》被称

为实录。”若无确凿的反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司马迁的记载

的。然而正是司马迁在《吕不韦传》中明明白白地说：“吕不

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

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

秋》，布咸阳市门”。览、论、纪合起来号《吕氏春秋》，是一

次编成的，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不会引起任何误解。至于司马

迁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则是指书的流传时

间，不是成书时间，前已有说明，因此司马迁本身并无矛盾处，

矛盾是后人误解引起的。其次，按司马迁《吕不韦传》，吕不

韦在秦王十年免相，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

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

韦的余威尚在

“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可知免相时，吕不

他还能够盘桓京城一年多，然后才慢腾腾出都

去河南，而且行前有不少贵族来看望宴请，在这种情况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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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审分》、《恃君

始皇才又令其全家徙往蜀地，而此时吕不韦意识到秦王要加害

于他，便饮酖自杀。司马迁没有说吕不韦在何地自杀，是否到了

西蜀，即使到了西蜀，已经是落魄之臣、待罪之人，如陈先生

所说，“救死之不暇”，还有什么心思去编写著作，还会有多

少门客能积极参予这样不祥的工作呢？吕不韦于秦王十二年死

去。从吕不韦免相到就道河南，其间一年多，从秦王下令徙蜀，

到吕不韦自杀，其间时间很短，大约只有数月之暂，更谈不

上完成《八览》、《六论》共一百篇、约九万字的巨著。更何

况有尖锐非秦与非君言论的《应同》、《听言》、《谨听》、

》等篇，都在《八览》之中，这

对于一个被流放的罪臣来说，编写这样的《八览》更是不可想

象的。此外，陈先生认为《序意》在《十二纪》之后，审其内

容，只序《十二纪》，无一字提及《览》与《论》，由此证明

此时《览》与《论》尚未完成。关于《序意》未提及《览》与

《论》的问题，笔者下面还将有所分析，这里只须指出，《序

二纪》，也只能说明《吕氏春秋

意》是残篇，其遗失部分的内容不得而知。即使是它只序《十

全书没有统一的序言，不能

证明《八览》、《六论》当时没有写成。吕不韦在咸阳编写《吕

氏春秋》时，当时的编写计划是否包括全部《纪》、《览》、

《论》呢？假如包括，为什么全书未完就急忙写一部分的序言，

把书公之于众呢？假如当时的计划只有《十二纪》，那么写《八

览》、《六论》的计划是被流放后才起意提出并付诸实施的，

这又与情势相背。可见《吕氏春秋》分两次撰成之说是经不起

推敲和反驳的。

我的结论是：《吕氏春秋》于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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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汉书

成；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虽经过历代辗转抄传而出现若

干讹误漏衍，但就其内容而言，即是当初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

金其上的那部书。

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关于该书作者，《史记

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

艺文志》说：“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据此，我们断言该书由吕不韦主编，

由吕门众多智略之士参加，集体编写而成，当无问题。这里要

着重指出两点：一是作者人数相当可观。据《史记》载，吕

不韦鼎盛时有门客三千人，而吕氏“使其客，人人著所闻”。

对“人人”一词当然不可过于认真，但至少包括除武士、政客等

以外的大多数文士学者，作者（包括提供资料、参加讨论者在内）

恐怕有数百上千人。这可算得上学术史上空前的壮举。这些文

《吕氏春秋

士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不同地区不同学派的文化知识，使

在内容上宏富无比，“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司

马迁语），成为先秦学术上的一部百科全书。二是吕不韦主持

该书编写的功绩不可抹杀。在这千百人的写作队伍中，观点各

异，水平不齐，而吕不韦能够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按既定的

纲目和步骤写作，这项组织工作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创造。书成

之后，既包容了各种学派的观点，又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贯彻

始终的主线，各部分之间基本上是协调的。《吕氏春秋》表达

了吕不韦“法天地”的哲学，体现了吕不韦为行将统一的封建

帝国制作理想蓝图的政治用意。可以推知，在编写过程中，这

个写作集体曾进行过大量的学术讨论和思想统一的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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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的话，清代卢文

增删修订的工作。这里若没有一个思想上能力上强有力的主编

是不可想象的。

汉以后有些学者，抱着反秦的偏见，硬要抹杀吕不韦在编

写《吕氏春秋》中的功劳。例如宋代黄震的《黄氏日抄》引蔡伯

的写作原

的《书吕氏春秋后》，都在肯定《吕氏春

秋》的同时断言吕不韦“固无与也”（均见《附考》），即是

说吕不韦只是个挂名主编。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吕不韦亲

自主编《吕氏春秋》，为其确定指导思想，这是有案可查的历

史事实。《序意》篇记载了门下客为写十二纪向吕不韦请示，

吕不韦规定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则，《吕氏春秋》这部书确实贯串了这一原则的。这一事实难

道可以一笔勾消吗？正统儒家学者历来看轻吕不韦，这有其深

刻的社会根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政

策，造成轻贱商人的风气。吕不韦由商人一跃而为秦相，封建

知识分子总觉得其来历不正，加以吕不韦用计谋立子楚而取秦

国，更被视为阴谋家之流。其实这都是狭隘的成见。吕不韦出身

于商人，但他是一位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的商人，他洞察当时

秦国的形势和宫廷内部的情况，又计谋过人，故能一步一步实

现预定的夺取秦国权势的计划。封建时代，“窃国者诸侯，窃

钩者贼”，春秋战国时代，五霸及许多政治家上台，或诉诸武

力，或暗施阴谋，罕有真正受人民拥戴而成功的，但未见得都象

吕不韦那样受到指责。如何评价，关键要看他们上台后对社会是

否作出贡献。吕不韦因立子楚而稳定了秦国的政局；接着在他

任相邦的十年之中，秦国更加强盛；他决策或指挥了一系列统

一六国的战争，并取得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人们不管是否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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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史记

他，都得承认他是一位政治家，并兼通军事。现在我要加以

补充的是，由于《吕氏春秋》这部书，吕不韦还应该被看成是

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要看得远一些，不

仅在力促国家的统一，而且已经在考虑统一中国之后如何治理

国家的问题，其水平应在范睢、蔡泽等前任之上。与同时代许

多思想家一样，他有着自己的哲学和系统的社会政治思想，但

他不独师一种学说，眼界开阔，总揽百家之学，在这一点上，他比

之诸子则高出一筹。

吕不韦列传》

关于《吕氏春秋》一书中览、论、纪三部分的顺序问题，

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根据司马迁《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八览在前，次六论，次十二

纪。另一种看法是根据高诱所注《吕氏春秋》及序，认为古本

吕书原是十二纪在先，次八览，最后六论。说司马迁首列八览

并以《吕览》称呼该书，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或者由于行文不

检。

我认为《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司马迁治史严谨，

是介绍《吕氏春秋》最早的学者，他对于自己亲眼见过的史籍，

不会在记入史册时随意颠倒其前后次序。他在指明该书“号曰

吕氏春秋”的同时，又称其为《吕览》，固然为了行文简便，

那也是由于八览在前。有些学者企图从书名上来证明十二纪在

前，如汉代郑康成说：“吕氏说月令而谓之春秋”，宋代王应

麟说：“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均见《附考》），清代

毕沅说：“以十二纪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见《吕氏春

秋 高诱序》注）。其实，以“春秋”名书与十二纪为首与否

毫不相干。“春秋”一词虽起源于季节，但已被引伸为古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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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称。《吕氏春秋》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

号春秋。从内容上说，八览在前也是顺理成章的，首览是《有

始览》，从天地生成说起；次《孝行览》，再次《慎大览》，

论治国经世，合乎著书起步的章法。十二纪以阴阳五行配四时，

纳入政令、农事等社会活动，形式上整齐系统，作者放在全书

之末以为总结。且古人著书，序言全在书末。十二纪在后，则

《序意》恰当全书之末，而今本《吕氏春秋》，《序意》在书

中间，与古书体例不合。不过，我们也无须由于肯定司马迁的

说法而去否定高诱。高诱在吕书序中说：“不韦乃集儒书（士）

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以十二纪为首。高诱并非

故意置司马迁的说法于不顾，而是他当时见到的《吕氏春秋》

即是那个样子，不过不是该书本来的顺序罢了。同一本书，从

西汉到东汉，三大组成部分的顺序却起了变化，看起来只是篇

章颠倒的小问题，实际上表现了学术思潮的变化。西汉初中期，

地主阶级忙于从秦火中抢救文化典籍，加以整理研究，认真总

结先秦和亡秦的经验教训，摸索治国良策，头脑比较清醒，文

禁较为松弛，尚能尊重《吕氏春秋》的原貌。作为良史的司马

迁，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故他注重《吕氏春秋》中对自然

和社会历史的理性的分析，他当然不会去改动以总结历史经验

为主要内容的八览领先的格局。但自董仲舒以后，儒家与阴阳五

行相糅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天与人相感，五行与四时相配，

成为多数儒家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东汉，此风最盛。

在这些人看来，《吕氏春秋》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十二纪，十二

纪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各纪的纪首，于是十二纪就在这强烈的偏

爱气氛中被提到全书之首了。况且汉初以前的古书，皆以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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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校释》，

木板装串成册，要颠倒篇章的次序并非难事。《吕氏春秋》被改

动篇次，最初也许是偶然发生的，由于正合乎时代的精神，便被

肯定下来，一直流传至今。

有人会问：《序意》既是全书的序言，为何只提到十二纪，

而未涉八览、六论？这很难说，《序意》明显是篇残文，豫让刺

赵简子的故事是后人由它篇补入的，可见《序意》残缺甚早，而脱

漏的内容不得而知，焉知未提及八览、六论？况复《序意》中吕

不韦论法天地的原则不仅是十二纪也是全书的指导思想，只要

将这一点肯定下来，也就够了。

《汉书

年写成《吕氏春秋集

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篇”即

“卷”）。按现今见到的本子，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

纪十二篇，览八篇，论六篇，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纪按四季、

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纪有纪首一篇和论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纪

共计六十篇。八览每览有论文八篇，但《有始览》缺一篇，共

计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又分六篇，共计三十六篇。加上十二纪

末《序意》一篇，全书计有子篇一百六十篇。东汉高诱的《吕氏

春秋注》，是此书最古的注本。清代毕沅有《吕氏春秋新校正》，

其他清代学者如梁玉绳、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对该书的

校释皆有所贡献。现代学者许维遹于

年版本，是笔者研究《吕氏春释》一书，文学古籍刊行社

秋》所依据的本子。以《韩非子集释》一书而闻名于世的陈奇

猷老先生，积四十余年的辛苦经营，最近又推出新著《吕氏春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约一百六十万言，

广集前人注释校说一百二十余家，取舍精审，考辨详备，是迄

今内容最丰富的集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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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氏春秋》的特色与思想构成

《吕氏春秋》是一部奇书，与它的前人及同时代学者的著

作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要而言之，内容与形式上各有两大特色。

从思想内容方面说，首先它能够以积极的客观的态度对待

先秦的文化遗产，自觉地公开地申明要采集诸家之所长，超出

学派门户之成见，力图吸收和包容各家学说中在它看来有价值

的成份，并把它们归集在一起。它这样做的根本推动力来自时

代的潮流。战国后期，全国政治形势明显地趋向统一，割据称

雄的时代已渐过去。与此相适应，文化上也由分裂的状态向汇合

的方向演变。在争鸣中涌现出的百家，在争鸣的同时加强了彼

此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各家各派的学说，同早期的情况相比，

都已经杂而不纯。例如带有总结性质的《荀子》，虽师法仲尼，

实际上与孔子的天命仁学已相距甚远，它主张法制，反对神鬼，

热心辩察，可以说它是兼儒法，合道墨；《韩非子》熔法、术、

势于一炉，同时也吸收了老子的思想；后期墨家的墨经六篇，

抛弃了墨子的天鬼思想，对于惠施、公孙龙的辩学作了纠正和

吸收；邹衍之徒所发挥的阴阳五行说中，有儒、老及原始五行

说等多种成分；《易传》出于儒家后学之手，而其中有着老子

天道观的深刻影响。《庄子

庄

天下》篇已经意识到百家之学皆

有其长又有其短，故能采取超然诸子的立场来评论诸子。但是

并非人人都能客观地对待别人的学术成果。长期以来，各家之

间争辩相当激烈，自是而相非，“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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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认识更明确，不光

子 天下》）。如孟之非杨、墨，墨、庄之非儒，其言词都

很尖刻偏激，所造成的极深的门户成见，难以迅速消除。即使

到了战国末期的荀子也难免此种弊端。他接受辩察之学，却攻

击墨子、惠施；他借重法治以补充德治，却呵骂慎到、田骈；

在他眼中，甚至孟子、子思也毫无是处，只有他所效法的孔子

才是一无所蔽的圣人，这种态度不能说是很客观的。《吕氏春

秋》则不然，它能以较为自觉的态度跟随时代前进和文化发展

的潮流，非但不拘泥于一个学派，而且有意识地要破除学派的

成见。在这个问题上它比《庄子

有认识，还在书中切实加以体现。

《吕氏春秋》着眼于诸子的长处。《不二》篇说：

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

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

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吕氏春秋》认为，以上十家学说虽不能单独治国，但各有自

己的优点，诸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观表》篇还以相马为

例，列举古代十位相马专家，有的相口齿，有的相面颊，有的

相目，有的相胸，有的相股⋯⋯，他们相马的着眼点不同，却

都能由此入手断知马的体性，“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

推而广之，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长处和缺点，人们应当博采众

长，使真理更加完备。《用众》说：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

之长，以补其短⋯⋯。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

者乎？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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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种态度要算是相当客观的了。《墨子

在那个众恶归于桀纣、诸子舌战未息的时代，《吕氏春秋》采

亲士》篇早就说过：

“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吕氏春秋》将这一真理的否定命题发展为肯定命题，并且作

为自己行动的重要原则。有人据吕书关于裁剪众狐之白以拼接

白裘的比喻指斥该书主张拼凑体系，这种理解实在太表面化。

《吕氏春秋》以狐裘的生动比喻说明摆脱学派的偏见，以广阔

的胸怀汇集“众勇”、“众力”、“众智”的重要性，它要择取

的是各种优秀成果，并不是无批判的吸收，取来之后，还要加

工通融，使之形成新的力量，发生新的作用。《吕氏春秋》认

为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思想，《不二》篇题名“不二”就

是赞成政令和文化的统一，“一则治，异则乱”，“听群众人

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但这种统一不是用一家之言去统一

百家，也不是一概推倒，另起炉灶，铸造新说，而是摄取各家

精华，舍弃其不足，在统一的原则下，按照各自的特点，从不

同的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叫着“齐万不同，愚智工拙，

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不二》），或者叫着“因性任

物而莫不宜当”（《执一》）。《吕氏春秋》具有汇千江万河

以成大海的气魄，它在先秦诸子面前不摆出一付历史审判官的

姿态，而采取了择善而从的后继者的态度，不掩前人之长，不

窍他人之功以增己誉，对于前人批评贬抑者少，积极肯定者多，

以继承和发扬为主，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可取

的。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基本上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

主义新文化思潮，如万马奔腾，姿态万千。其间有学术流派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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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

术风格的差异，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政治上还存

在着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但多数是新文化内部的竞争，其主流是

前进的，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在认识发展史上各有其特定的作

用。因此《吕氏春秋》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待先秦诸子百家之

言，是正确的，较之荀子非十二子的做法更公正一些；就其总

结的广度而言，它包容孔、老、庄、墨、邹、杨、慎、商等诸子，

分涉政治、经济、哲学、军事、道德等门类，汇合荆楚、邹鲁、

三晋、燕齐等地区文化传统，比荀子要全面得多。用这种较为客

观的态度和做法在理论上对先秦文化进行大规模系统综合工作

的，在当时也只此一家。

《吕氏春秋》在思想内容上的第二个特色是，评论历史事

件与时政，不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口味，不受当时朝令夕改的政

策的直接左右，不迴避非今、非秦或贬秦的言论，能独立进行

理论上的探讨和道义上的褒贬。上一个特色是能打破学派、门

户之偏见，这一个特色是能不受君王权威的约束。

思想家慑于当权者的威势，一般不敢直接指斥当时的国家政治。

除了歌功颂德者外，正直之士虽有感于时弊，在提出批评时，

也不得不对当权者作形式上的敷衍。战国时期确曾出现过一批

敢于直言的士，如墨翟、孟轲，攻击王公大人奢侈暴虐，很有

点为民请命的勇敢精神。但是他们在暴君昏王面前，也常常委

婉其辞；并且他们处在诸侯争雄的时代，诸侯有求于贤人才士，

士如不见容于这个诸侯国，可以往他国找出路。《吕氏春秋》

的时代则不同，秦国强大，行将一统天下。吕书撰写时，秦王

政已经成年，其欲实行专制独裁的倾向日渐显露。作为秦国相

邦的吕不韦，在组织学者总结历史经验与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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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

却能够不以秦国的是非为是非，超出学派以至国家的局限，从

整个地主阶级和统一大业的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比较严肃认真

的态度，大胆地说出若干不利于秦国威望，有碍于秦先君的声

誉，甚至冒犯秦王政的话，它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也在许多方面

与当时秦国的政治相抵触，这对于一个当权的大臣来说，是难

能可贵的，说明吕不韦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和理论上的坚定性。

《吕氏春秋》中“非今”的观点很突出。《先己》说：

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

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振乱》说：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

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

《谨听》说：

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

息，今之世当之矣。

《期贤》说：

当今之时，世

《听言》说：

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

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

弱冻馁夭膌，壮狡〔佼〕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辠之国

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

当时的形势，秦国国富兵强，对六国的战争取得一连串的重大

胜利，二周相继而亡，合纵战线崩溃。攻战不休的主要是秦国，

行的世主主要是秦王。若仅仅站在秦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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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大好形势，可是吕书却认为无天子、强凌弱、攻战频、诈

巧行、百姓苦，是天下黑暗的表现。这是超越了秦国的立场，

站在弱小国家和同情下层民众的立场上说话的。当然，从全书

看，它并不否认使用武力统一国家的必要性，不过它主张义兵，

人主应以兵诛暴振民，而不应恃兵肆掠恣行。《吕氏春秋》对

于秦国进行的封建统一战争的进步性肯定得不够，看法有片面

性，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这种战争是剥削阶级的战争，在起

进步作用的同时，必然有其残酷的破坏作用，敢于揭示这一点

仍然需要一定的勇气，也有它的合理性。

书中所列历史故事，凡涉及秦国的，都按作者所闻照录，

即使有暴露秦国先君过失的，也不掩饰，这是它朴实、认真的

地方。如《不侵》载公孙弘为齐国孟尝君出使秦，不屈于秦昭王

的威势，迫使昭王以礼相待。《悔过》载秦缪公兴师袭郑，因

不听蹇叔忠谏，导致兵败将辱，公然批评缪公是“智不至也”。

《去宥》指责秦惠王“失所以为听矣”，并以轻蔑的口气说：

“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

《应言》对于秦魏之争作客观记述，无丝毫庇秦轻魏的意味。

《吕氏春秋》对于史实与传说分不太清楚，所记历史故事并非

全是可靠无讹的史料，然而它不去故意篡改历史，不随心增删

旧闻遗说，它宝贵的史料价值也正在这里。《吕氏春秋》也不

象后来一些史书，有那么多的避讳。高诱在《音初》注中说：

“荆，楚也。秦庄王讳楚，避之曰荆。”其实大谬不然，高诱用

汉代学者的眼光看《吕氏春秋》，结果他错了。如《长攻》述

楚文王取息与蔡，数言“楚”而不避，《行论》书“楚庄王”，

亦不讳“楚”字，《执一》述齐王与田骈论政，数言“政”而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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